环境规制与绿色技术创新的动态关联
——基于“波特假说”的再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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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检视不同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的有效性，采用基准回归模型、中介效应模型、门槛效应模型分析4类环境规制工具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之间的关系，对“波特假说”的中国实践进行再检验。研究发现:与环境行政处罚、地区环境政策法规相比，排污费征缴、政府节能环保财政支出更有助于推动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反映出不同环境规制工具的选取对绿色技术创新影响的差异性。进一步通过中介效应模型和门槛回归模型分析，排污费征缴和政府节能环保财政支出均可通过提升企业研发投入强度来推动企业绿色技术创新，但是4类环境规制工具的效果随着各自实施强度提升呈现出差异化特点，排污费征缴、政府节能环保财政支出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由负变正、由不显著变显著，环境行政处罚随着强度提高却更加阻碍企业绿色技术创新，而无论地区环境政策法规的强度如何，其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均不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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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ynamic Correlation Between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and Green Technology Innovation: Retesting Based on "Porter Hypothesis"

Wang Ren
(Institute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Shandong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Jinan 250014【中英文两处不相符】, China)
Abstract: In order to examine the effectiveness of different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s on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fouur types of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tools and enterprise green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by using benchmark regression model, intermediary effect model and threshold effect model. The study finds that, compared with environmental administrative punishment and regional environmental policies and regulations, the collection of sewage fee and the government's energy conservation an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financial expenditure are more conducive to promoting enterprise green technology innovation, reflecting the differences in the impact of different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tools on green technology innovation. Further,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the intermediary effect model and threshold regression model, the collection and payment of pollution charge and the government's financial expenditure on energy conservation an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can promote the enterprise's green technology innovation by increasing R&D investment intensity of the enterprises. However, the effect of the four kinds of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tools is different with the increase of their respective strengths, the collection and payment of pollution charge and the government's financial expenditure on energy conservation an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have an impact on the enterprise's green technology, the impact of innovation has changed from negative to positive, from not significant to significant. However, with the increase of the intensity, the environmental administrative punishment has more hindered the green technology innovation of enterprises, and regardless of the intensity of regional environmental policies and regulations, the impact on green technology innovation is not signific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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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近年来我国环境规制的不断健全和绿色低碳经济体系的日趋完善，绿色技术创新逐渐成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动力和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支撑。按照“波特假说”的观点，适度的环境规制有助于技术创新。所以，采用环境规制倒逼企业加大环保投入与科技研发投入，从而推动绿色技术创新，是环境规制的应有之义。但是，环境规制与绿色技术创新之间的关系并非一成不变，而是呈现出一定的动态关联性：一是环境规制强度大小间接影响绿色技术创新，规制强度较大可能会带来中小企业破产或企业资源流失，不利于绿色技术创新和地方经济稳定，规制强度较小则无法实质性改变企业的污染环境行为[1]；二是环境规制与绿色技术创新之间的“本地-邻地”效应[2-3],企业为规避环境规制会将产业转移至相对宽松的“邻地”，或将主营业务转移至不产生环境污染的金融投资领域，不过这无非是跨区域的“零和博弈”和实体经济的“脱实向虚”，均不利于绿色技术创新；三是环境规制工具的差异会对绿色技术创新产生不同的作用效果[4-5]，管制类政策和市场型政策、事前引导和事后监管等不同的环境政策工具或政策措施，在影响绿色技术创新方面必然也有所不同。所以，环境规制与绿色技术创新之间是一种复杂性关系。从我国的实践来看，“波特假说”关于两者关系的论断更多倾向于一种最优化结果，但这种最优化结果是否真实存在值得进一步商榷。本文通过对“波特假说”的再检验，重点分析环境规制与绿色技术创新的动态关联，探究促进绿色技术创新的最优环境规制强度，以及推动绿色技术创新的环境规制工具选择，以期对于解决资源环境生态问题、激发绿色技术市场需求提供一定的参考。
1  文献综述
环境规制与技术创新之间的关系一直是学术界讨论的热点。早期研究认为环境规制会给企业带来更大的成本负担，不利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6-7]，尤其是在高污染行业，环境规制引发的负面效应更为明显[8]。李胜兰等[9]认为由环境规制所产生的“额外成本”不仅降低了企业的利润空间，而且在短期内也无法实现促进技术创新的效果。不过Aghion等[10]发现从长期效应来看，环境规制会刺激企业增加技术创新投入，通过绿色技术带来的创新效益可以有效弥补短期的“额外成本”，进而实现企业绿色发展与利润增长的双赢。Hamamoto[11]通过采用美国和日本的制造业数据，实证分析环境规制强度（企业环境治理成本）与技术创新（R&D支出）之间的关系，得出环境规制压力能够激励企业科技创新。
随着研究的深入推进，学者们对环境规制和行业类型进行了细分。一方面，将环境规制划分为3类，包括以政策法规为主体的管制型环境规制、以政策激励或约束为载体的市场型环境规制、以企业环保理念和公众环保意识为主体的规范型环境规制[12-14]。但不管环境规制工具如何划分，其本质都是通过改变政府与污染企业之间的博弈均衡，最终推动企业侧重更加环保的生产技术[15-16]。然而，如果将地方经济发展、环境资源禀赋、行业政策等外部因素纳入考量范围，环境规制的工具选择就显得格外重要，主要表现为如何把握环境规制强度的大小[17-19]。另一方面，一些学者将行业类型划分为重污染行业与轻污染行业进行分类研究，如Acemoglu[20]基于技术进步方向模型得出，有效的环境规制能够在保证经济增长的前提下实现重污染企业的绿色技术创新；但重污染企业的技术进步与环境规制之间存在非线性关系，部分学者研究认为两者之间更近于先降低后增长的“U”型曲线[21-23]。
而对“波特假说”检验最有效的方式还是测算环境规制与绿色技术创新的关系，学术界对此也进行了积极探索，不过受制于环境规制与生态保护之间的内生性问题、绿色技术创新定量分析问题、环境规制强度与绿色技术之间的非线性问题等等，依然存在研究不足。Wu等[24]、叶琴等[25]将企业污染排放总量、企业污染源达标率作为环境规制强度的替代指标，容易简单地将环境规制与生态治理效果划上等号，再加之不同企业、不同地区间环境治理初始水平有所差异，因此选取这两类衡量指标有失公平。Aizawa等[26]、徐彦坤等[27]依然是采用技术研发投入、技术研发产出等传统指标来测度企业技术创新水平，并没有很好地将绿色技术创新从中剥离出来。王敏等[28]在此基础上进行完善，运用我国36个工业行业数据和数据包络分析方法测算了企业绿色技术效率；不过林伯强等[29]认为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还应考虑绿色技术成果转化的因素。易信等[30]运用SEM模型研究了两者间关系，认为环境规制虽然推动了企业技术创新，但无法确定是否提升了绿色经济效率。陈超凡[31]基于ML生产率指数对我国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进行测算，并将环境规制工具划分为管制型与市场型，评估不同的环境政策工具对绿色生产率的影响程度，但未能很好解释绿色技术创新在其中的推动作用。范庆泉等[32]对“波特假说”的检验进行了扩展，分析了多维度环境规制之间的相互作用，但没能涉及环境规制和绿色技术创新之间的作用机理。
综上所述，目前研究环境规制与绿色技术创新的关系需要解决两方面问题：一方面是基于环境规制自身，在定量分析环境规制强度的基础上解决环境规制工具和生态治理效果之间的内生性问题；另一方面是设计评估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相关指标，避免非环保类技术创新的选择性偏误影响。因此，为弥补现有研究不足，本文进行了以下几方面的补充与创新：第一，采用企业排污费征缴额、政府节能环保财政支出、人均环境行政处罚立案数量、地区环境政策法规出台数量来测度环境规制强弱，并将环境规制工具分为事前控制和事后管理两类，这样既可以准确界定环境规制的时点选择，还可以处理环境规制的内生性问题。第二，参照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官网公布的绿色专利名单1）和经合组织（OECD）公布的IPC分类编码，从国家知识产权局网站和《中国绿色专利统计报告》中提取不同地区的绿色技术专利申请数量，以此作为评价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指标，从而清楚地将技术创新领域中绿色技术创新与非绿色技术创新区分开来。第三，为了深入探究环境规制与绿色技术创新间的动态关系，在实证分析中运用中介效应模型和门槛回归模型对两者的作用机制和非线性关系进行检验，丰富了“波特假说”的研究内涵和中国实践。
2  研究设计
2.1  模型构建
本文构建的计量模型包含3类：一是基准回归模型，主要对“波特假说”进行再检验，分析不同环境规制工具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二是中介效应模型，通过引入企业研发投入作为中介变量，检验环境规制推动绿色技术创新的作用路径；三是门槛回归模型，分析各类环境规制工具在不同规制强度下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差异化影响。
2.1.1   基准回归模型
“波特假说”检验涉及到本文两个重要变量，即解释变量——环境规制工具（ert）和被解释变量——绿色技术创新（gti），但考虑到环境规制的滞后性，本文将绿色技术创新进行滞后两期处理，得到模型1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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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1）中：Xit为各类控制变量；μi为地区固定效应；θt为时间固定效应；εit为随机扰动项；i为地区，t为时间。
本文选取企业排污费征缴额（discharge）、政府节能环保财政支出（fin）、人均环境行政处罚立案数量（pun）、地区环境政策法规出台数量（policy）作为环境规制工具（ert）的代表做进一步分析。政府节能环保财政支出和地区环境政策法规侧重于对企业的事前控制与引导，而排污费征缴与环境行政处罚更侧重于对污染企业的事后管理，所以可将环境规制划分为事前控制型与事后管理型，进而可分析出环境规制在不同时间阶段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差异化影响。同时，考虑到不同的环境规制会互相影响，尤其是新出台的地区性环境政策法规会直接影响到后续的企业排污费征缴以及环境行政处罚，所以本文引入政策法规与排污费的交叉项policy×discharge、政策法规与环境行政处罚的交叉项policy×pun，在模型1的基础上进行扩展，得到模型2如下：
                                                                           （2）
                                                                                     
2.1.2  中介效应模型
近年来一些学者研究认为适度的环境规制会促进技术创新，但实现生态环境治理有可能是污染企业的跨区域转移，而非“波特假说”所提出的绿色技术创新。鉴于此，本文对“环境规制——企业技术研发投入——绿色技术创新——污染治理”这一作用路径进行实证检验，以企业研发投入为中介变量构建中介效应模型，得到模型3、模型4分别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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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式（3）所示，模型3主要检验环境规制工具（ert）与企业技术研发投入强度（R&D）之间的关系，如果系数θ为正，则表明环境规制会提高企业技术研发投入的强度；如式（4）所示，模型4是在模型1中增加中介变量——企业研发投入的中介效应模型，如果证实“波特效应”的合理性，即“环境规制——企业技术研发投入——绿色技术创新”这一作用路径有效，那么环境规制工具（ert）的系数β应会小于模型1中的系数β，并R&Dit的系数δ应显著为正。
2.1.3  门槛回归模型
绿色技术创新的效果会受到环境规制强度高低的影响，过高的环境规制强度会增加企业的运营成本，不利于实施绿色技术创新，而过低的环境规制强度又难以抵消企业污染环境的外部成本，所以，本文分别将企业排污费征缴额（discharge）、政府节能环保财政支出（fin）、人均环境行政处罚立案数量（pun）、地区环境政策法规出台数量（policy）作为门槛变量T来分析其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设门槛回归模型中的门槛数量为k，如式（5）模型5所示，其中：门槛变量T为4类环境规制工具；△1 ,△1 ,…,△k 为模型中的门槛值，δ k+1为环境规制强度在越过门槛k后对绿色技术创新gti的影响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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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变量及数据说明
2.2.1 变量选择
（1）被解释变量：绿色技术创新水平（gti）。本文参照WIPO官网公布的绿色专利名单以及OECD公布的IPC分类编码，从国家知识产权局网站和《中国绿色专利统计报告》中提取不同地区每年的绿色技术专利申请数量，以此作为衡量企业绿色技术创新（gti）的指标，同时便于将技术创新领域中绿色技术创新与非绿色技术创新进行区分。
（2）解释变量。本文选取4类代表性规制工具，即人均企业排污费征缴额（discharge）、政府节能环保财政支出占预算支出比重（fin）、人均环境行政处罚立案数量（pun）、地区环境政策法规出台数量（policy）来评价环境规制强度，上述指标中前3类均剔除地区经济规模因素，地区环境政策法规出台数量则采用绝对值。
（3）控制变量。参考沈坤荣等[3]、陈诗一等[33]学者在相关领域的研究，本文的控制变量选取4种，分别是控制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人均地区生产总值（pGDP）、控制地区工业产业结构的第二产业占GDP比重（sip）、控制地区吸引外资水平的实际利用外资占GDP比重（FDI）以及各地区                                                                                  户籍人口城镇化率（urb）。
（4）中介变量。本文采用企业R&D经费内部支出占营业收入比重来测度企业研发投入强度R&D。
2.2.2 数据说明
[bookmark: OLE_LINK43]本文采用的数据来源于国家知识产权局网站、《中国绿色专利统计报告》《中国环境统计年鉴》、万得资讯（Wind）数据库、香港环亚经济数据有限公司（CEIC）数据库以及各省份的统计年鉴。鉴于本文中专利获取仅来自于绿色技术创新领域，而《中国绿色专利统计报告》只统计了2011－2017年的省份数据，所以本文构造了2011－2017年我国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未含西藏和港澳台地区）的平衡面板数据。其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如表1所示。
变量的代号全文统一大小写形式！
表1  研究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
	名称
	样本数/个
	平均值
	标准差
	最大值
	最小值

	gti/件
	210
	11.645 7
	29.227 8
	213.000 0
	 0.000 0

	discharge/（元/人）
	210
	14.029 5
	12.459 1
	 93.158 9
	 2.421 6

	fin
	210
	 5.225 3
	 1.433 9
	 10.206 7
	 0.824 4

	pun/（起/万人）
	210
	 0.779 3
	 0.720 8
	  8.924 1
	 0.128 9

	policy/件
	210
	 2.148 2
	 2.043 6
	 27.000 0
	 1.000 0

	R&D
	210
	 0.215 4
	 0.190 6
	  0.952 5
	 0.000 0

	pGDP/（万元/人）
	210
	 2.747 4
	 1.602 5
	  7.900 9
	 0.671 9

	sip
	210
	49.322 8
	 7.235 5
	 56.601 3
	26.713 2

	FDI
	210
	 2.909 1
	 1.948 0
	  9.178 1
	 0.007 2

	urb
	210
	53.415 0
	13.327 8
	 90.198 4
	30.159 3



3  实证检验与结果分析
3.1 基准回归模型
根据Hausman检验结果，P值为0.000 0，故本研究选择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分析。在进行基准回归模型检验时，考虑到环境规制的滞后性，本文将绿色技术创新（gti）进行滞后2期处理，模型（1）至模型（3）分别表示被解释变量（gti）不被滞后、滞后1期（gti（L1））、滞后2期（gti（L2））的回归结果。从表2可以看出：
第一，企业排污费征缴额、政府节能环保财政支出在绿色技术创新滞后1期的情况下对其有显著促进作用，但在模型（1）和模型（3）中4类代表性规制工具并没有对绿色技术创新产生显著影响。这种在不同滞后阶段的差异性结果表明：一方面，从环境规制出台到企业实施绿色技术创新需要一定时间的反应消化周期，但这个周期的跨度时间不会太长；另一方面，污染企业面对环境行政处罚需要在短期内提升环境治理水平，避免在第二年接受同样的处罚，这从侧面也体现出企业实施绿色技术创新的周期更短。
第二，对比分析政府节能环保财政支出和地区环境政策法规两种事前控制类环境规制工具，可以看出两者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效果存在一定差别，地区环境政策法规的政策效果偏弱，而环保类财政支出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刺激作用更为明显。究其原因，可能是因为政府节能环保财政支出不仅降低了企业实施绿色技术创新的成本和运作风险，而且环保类专项财政资金的绩效管理较为规范，能够使财政资金更加精准地服务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然而，地区环境政策法规更多的是从宏观层面进行规范指导，但与之配套的政策措施往往比较滞后，这也使得地区性环保政策的落地效果欠佳，进而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较弱。
第三，对比分析企业排污费征缴额和人均环境行政处罚立案数量两种事后管理类环境规制工具可以看出，两者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效果同样存在差异，环境行政处罚的刺激效果偏弱，而排污费征缴对绿色技术创新的促进效果更为明显。究其原因，可能是因为排污费征缴直接关乎企业的生产行为，并且征缴范围较广，几乎可以实现污染企业的全覆盖；而环境行政处罚虽然更加严厉，但通常是针对环境污染较重的企业，加之环境行政处罚侧重短期监管而并未形成监督长效机制，很多污染企业只是表面应付却未从技术源头进行整改，使得企业实施绿色技术创新的积极性不高。
第四，通过对政策法规与排污费的交叉项、政策法规与环境行政处罚的交叉项进行分析，前者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效果并不明显，而后者却起到了显著性作用。究其原因，可能是因为新出台的环境政策法规更有助于环境行政处罚开展，通过其威慑作用倒逼污染企业实施绿色技术创新，而排污费征缴自上而下已经形成一套相对完善的政策措施，新制定的环境政策法规对其政策叠加效果相对有限。
第五，通过对各个控制变量的检验可以看出：人均GDP对绿色技术创新产生一定促进效果，反映出地区经济水平越高越重视绿色发展理念，更有动力推动绿色技术创新；第二产业占GDP比重对绿色技术创新呈现出较为显著的负向作用，反映出地区产业结构中第二产业比重越大，地区资源依赖型的发展模式越难转型，这种“锁定特征”不利于推动绿色技术创新；实际利用外资占GDP比重（FDI）对绿色技术创新的作用效果并不显著，反映出在经济发展方式粗放、环境规制水平偏低的大背景下，引进外资非但没有促进绿色技术创新，反倒有可能存在污染转移的现象；城镇化率也没有对绿色技术创新产生积极影响，这可能是受制于地区创新环境滞后、人力资本存量偏低等因素，城镇化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有限。
表2  2011－2017年我国环境规制与绿色技术创新的基准回归模型检验结果
	变量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gti
	gti（L1）
	gti（L2）

	discharge
	0.023 6
（1.39）
	0.015 1*
（2.20）
	0.008 2
（1.03）

	fin
	0.042 9
（1.89）
	 0.085 2***
（5.17）
	0.046 5
（0.89）

	pun
	−0.001 1
（−0.15）
	−0.009 5
（−0.72）
	0.001 9
（0.16）

	policy
	0.118 2
（0.23）
	0.081 9
（0.38）
	0.071 3
（0.47）

	policy×discharge
	0.007 8
（0.13）
	−0.000 8
（−1.32）
	0.003 7
（0.88）

	policy×pun
	0.002 7*
（2.30）
	0.001 9*
（2.16）
	0.000 8
（1.35）

	pGDP
	0.445 8
（0.28）
	6.137 6*
（2.42）
	4.067 3
（1.77）

	sip
	−2.136 2**
（−2.46）
	−2.145 3**
（−2.81）
	−0.104 9
（−0.73）

	FDI
	0.061 3
（0.76）
	0.087 1
（0.62）
	0.031 1
（0.32）

	urb
	0.000 9
（0.17）
	0.000 8
（0.19）
	0.000 9
（0.10）

	R-sq
	0.228 9
	0.244 2
	0.110 7

	Prob.
	0.000 2
	0.000 9
	0.293 4

	Obs
	210
	180
	150


注：1）***、**、*分别为变量在1%、5%和10%水平上显著；2）括号内数值为回归系数的T值。下同。

3.2 中介效应模型
在基准回归模型检验的基础上，本文选取滞后1期的绿色技术创新为被解释变量，以企业研发投入强度为中介变量，研究其在环境规制影响绿色技术创新过程的中介效应。表3为分别对模型（3）、模型（4）进行检验的结果，反映不同环境规制工具对企业研发投入强度的影响，以及中介效应的回归结果；表4呈现中介效应各变量的回归系数。具体分析如下：
第一，不同环境规制工具对企业研发投入强度的影响效果存在一定差异，企业排污费征缴额、政府节能环保财政支出、人均环境行政处罚立案数量对企业研发投入强度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而地区环境政策法规出台数量对企业研发投入强度的影响效果并不明显。另外，在引入中介变量之后可以看出，企业研发投入强度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表明企业通过加大研发投入可以有效促进绿色技术创新。
第二，对比分析企业研发投入强度在政府节能环保财政支出和地区环境政策法规两类事前控制类环境规制工具的中介效应可以看出，政府节能环保财政支出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回归系数由0.085 2下降至0.023 3，并且通过1%的显著性检验，地区环境政策法规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依然不显著。具体原因可以从两类事前控制类工具的作用机理进行分析：地方政府通过增加环保类财政支出降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研发成本和外部风险，充分提高企业开展绿色技术创新的内在动力，进而提升整个地区的绿色技术创新水平，但是，政策法规的传导时滞和配套细则的逐级实施使得地区环境政策落地需要一定周期，这就弱化了此类环境规制工具对企业绿色技术研发的引导效果，使得地区环境政策法规无法直接作用于绿色技术创新。
第三，对比分析企业研发投入强度在排污费征缴额和人均环境行政处罚立案数量两种事后管理类环境规制工具的中介效应可以看出，排污费征缴额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回归系数由0.015 1下降至0.001 2，并且影响效果也转化为不显著，人均环境行政处罚立案数量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依然不显著。具体原因可以从两类事后管理类工具的作用机理进行分析：无论是排污费征缴还是环境处罚立案，都是企业污染环境的代价成本，迫使企业加大绿色技术研发来提升产品绿色化、科技化，倒逼地区绿色技术创新发展，但是，由于排污费征缴这种环境规制工具的普适性特点，使得其对绝大多数污染企业都能产生直接影响，即通过行政收费的方式将污染企业外部成本内部化，所以这种环境规制工具相对而言，在刺激绿色技术创新方面效果更加明显。
第四，对比事前控制类环境规制工具与事后管理类环境规制工具的中介效应可以发现，规制时点并不是造成绿色技术创新差异性的原因，政府节能环保财政支出、排污费征缴额能够有效带动绿色技术创新提升，而地区环境政策法规、人均环境行政处罚立案数量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并不显著，所以，能够推动绿色技术创新的主要是环境规制的方式与平台，而非规制时点的定向干预。特别的，以市场化调节为主的环境规制工具对绿色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更为明显，原因可能在于其直接作用于企业环境污染的外部成本，这类环境规制工具具有更强的目标导向性；而以强制性法规为主的环境规制工具，往往在执行过程中因缺少明晰的落地细则导致执行落地难。
表3  2011－2017年我国环境规制与绿色技术创新中介效应的回归结果
	类型
	项目
	discharge
	pun
	fin
	policy

	模型（3）
R&D
	环境规制工具
变量回归系数
	4.357 1***
（2.92）
	29.500 3**
（2.51）
	34.237 9***
（3.04）
	42.570 1
（0.13）

	模型（4）
gti
	环境规制工具
变量回归系数
	0.001 2
（0.13）
	-0.042 9
（-1.88）
	0.023 3***
（5.21）
	-0.137 0
（-0.64）



表4  2011－2017年我国环境规制与绿色技术创新中介效应的变量回归系数结果
	类别
	变量
	回归系数

	解释变量交互项
	policy×discharge
	-0.001 9
（-0.74）

	
	policy×pun
	 0.001 1
 （2.96）

	控制变量
	pGDP
	 4.260 7*
 （2.89）

	
	sip
	-1.317 2**
（-3.85）

	
	FDI
	 0.081 3
 （0.34）

	
	urb
	 0.000 6
 （0.51）

	中介变量
	R&D
	 0.004 7***
 （30.11）



3.3  门槛回归模型
表5呈现了4类环境规制工具与绿色技术创新之间的门槛区间及各区间内的回归系数。具体分析如下：
第一，人均排污费征缴额。在单门槛效应中，当小于门槛值13.128 1元时，人均排污费征缴额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为负向且不显著；当大于13.128 1元时，其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显著为正。这反映出当排污费征缴额过低且无法覆盖企业环境污染的外部成本时，此类环境规制工具是暂时失效的；只有当排污费征缴额完全将企业环境污染外部成本内部化后，企业才会考虑绿色技术创新。进一步采用双门槛效应进行分析，当小于第一个门槛值13.128 1元时，人均排污费征缴额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为负向且不显著；当大于第一个门槛值13.128 1元却小于第二个门槛值15.334 6元时，人均排污费征缴额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由负向转为正向，但仍不显著；只有当超过第二个门槛值15.334 6元时，人均排污费征缴额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才变为正向显著。
第二，人均环境行政处罚立案数量。在单门槛效应中，当小于门槛值0.562 2起时，人均环境行政处罚立案数量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为负向且不显著；而当超过门槛值0.562 2起时，其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仍为负向，不过由不显著变为显著。这说明环保处罚力度较弱不会促进企业的绿色技术创新，而过于严格的环保处罚同样会阻碍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本文通过双门槛效应亦得出类似的回归结果，可能的原因在于：当环保处罚力度较弱时，企业环境污染所付出的代价较低，多是警告或小额罚金等宽松处罚措施，这种行政处罚给企业带来的损失远远小于企业开展绿色技术创新的研发成本，企业缺少技术变革的动力；而过于严苛的环保处罚往往会使企业出于“三停”或关闭状态，但企业出于生产惯性并不能及时作出反应，不但无法寻求绿色技术创新，反而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都难以保障。
第三，政府节能环保财政支出。在单门槛效应中，当小于门槛值2.814 9%时，政府节能环保财政支出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为负向且不显著。在双门槛效应中，随着政府节能环保财政支出的比重增加，即处于第一个门槛值2.814 9%与第二个门槛值2.963 2%之间时，政府节能环保财政支出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转为正向；当跨过第二个门槛值2.963 2%后，其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变为正向且显著。其原理与排污费征缴额类似，只不过财政支出作为一种正向激励模式，只有当财政补贴能够覆盖企业环境污染的外部成本时，企业才有足够的动力去开展绿色技术创新。
第四，地区环境政策法规出台数量。该变量的回归结果呈现出两个特点：第一，无论是单门槛回归还是双门槛回归，其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均为正向，但在各个门槛区间内都不显著；第二，随着地区环境政策法规出台数量的增加，绿色技术创新回归系数值却不断减小。可能的原因在于：地方政府虽然不断出台一系列环保政策法规，但多年来政策法规效果却“不温不火”，企业很可能会对繁杂的政策规章作出“雷声大雨点小”的判断，进而导致企业绿色技术创新难以得到真正突破，所以呈现出地区环境政策法规对绿色技术创新边际效用递减的门槛特征。
表5  2011－2017年我国环境规制与绿色技术创新的门槛效应模型检验结果
	项目
	discharge
	pun
	fin
	policy

	单门槛
	门槛区间
	discharge≤13.128 1
	pun≤0.562 2
	fin≤2.814 9
	policy≤1

	
	回归系数
	−0.001 9
(−0.34)
	−0.141 8
(−0.85)
	−0.034 1
(−0.32)
	6.672 9
(0.73)

	
	门槛区间
	discharge>13.128 1
	pun>0.562 2
	fin >2.814 9
	policy>1

	
	回归系数
	 0.085 5***
(6.90)
	 −0.546 1***
(−4.69)
	 0.092 7*
(3.12)
	2.411 9
(0.95)

	双门槛
	门槛区间
	discharge≤13.128 1
	pun≤0.562 2
	fin≤2.814 9
	policy≤1

	
	回归系数
	−0.012 6
(−0.82)
	−0.350 7
(−1.13)
	−0.053 3
(−0.44)
	6.684 4
(0.79)

	
	门槛区间
	13.128 1<discharge≤15.334 6
	0.562 2<
pun≤0.695 3
	2.814 9<
fin≤2.963 2
	1< policy≤4

	
	回归系数
	0.007 7
(0.24)
	−0.370 9
(−1.28)
	0.056 2
(1.77)
	5.165 9
(0.50)

	
	门槛区间
	discharge>15.334 6
	pun>0.695 3
	fin>2.963 2
	policy>4

	
	回归系数
	0.089 4***
(7.06)
	−0.575 2***
(-5.85)
	0.095 9**
(2.11)
	2.416 7
(0.61)



4  结论与政策启示
为检视不同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的有效性，本文采用基准回归模型、中介效应模型、门槛效应模型分析了4类环境规制工具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之间的关系，对“波特假说”的中国实践进行了再检验。实证分析表明：
第一，与环境行政处罚、地区环境政策法规相比，排污费征缴、政府节能环保财政支出更有助于推动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反映出不同环境规制工具的选取对绿色技术创新影响的差异性，总体而言，以市场化调节为主的环境规制工具的作用效果更加明显。
第二，通过中介效应模型分析，排污费征缴提高了企业环境污染成本，迫使企业增加研发投入来开展绿色技术创新；政府节能环保财政支出降低了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投入成本，提高了企业科技研发的积极性，所以排污费征缴和政府节能环保财政支出均可通过提升企业研发投入强度来推动企业绿色技术创新。
第三，通过门槛效应模型分析，4类环境规制工具的效果随着各自强度提升呈现差异化特点，排污费征缴、政府节能环保财政支出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由负变正、由不显著变显著，环境行政处罚随着强度提高却更加阻碍企业绿色技术创新，而无论地区环境政策法规的强度如何，其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均不显著。
本文的研究结论有助于厘清不同环境规制工具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动态关联，有助于进一步解决资源环境生态问题、激发绿色技术市场需求。基于此，本文得出以下政策启示：
首先，环境规制体系的构建应侧重市场化调节，尽量减少过于刚性的行政命令式环境规制工具。财税手段能够更加直接地实现企业环境污染外部成本内部化，具有更显著的政策实践效果。在推进经济绿色发展、实现经济新旧动能转换过程中，环境规制的实施要给企业留下一定的调整期，避免对企业采取“一关了之”“一停了之”等简单粗暴执法。
其次，加强环境规制顶层设计的同时更加注重政策的落地与实施。解决企业环境污染的外部性问题，必须依靠政府出台政策法规进行强制性干预。近年来绿色发展理念不断向纵深推进，这其中离不开环境规制的顶层设计、制度保障，但同时应注意到部分地区政策落地难，使得企业对繁杂的政策规章作出“雷声大雨点小”的判断。因此，地方政府要注重环境规制从出台到落地的具体操作细节，确保政策效果不打折扣。
再次，在现阶段环境规制工具使用中，可适当增加排污费征缴、政府节能环保财政支出的力度。通过本文研究发现，随着规制强度的逐步提升，这两类政策工具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由负变正、由不显著变显著，而现阶段我国相当一部分省份的排污费征缴与政府节能环保财政支出都没有跨过门槛值，所以这两类环境规制工具在操作强度上具备较大提升空间。部分省份可根据自身发展实际，把握好增加环境规制工具强度的节奏，稳步推进企业环境污染外部成本内部化，进而实现企业绿色技术创新。


注释：
1）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官网：https://www.wipo.int/classifications/ipc/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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